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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伟大的祖国在几千年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创造了丰富、

灿烂的文化。它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延续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并曾

长期居于世界文明的前列，为人类的文明与进步作出了贡献，是世

界文明史上的巨大财富。虽然世界上的几大文明古国都曾有着自

己辉煌的历史，为人类文化做过贡献，但随着历史的前进，它们都

多已衰落，历史发生了间断。相反，只有中国和中国文化却一脉相

承，经久而不衰，以其辉煌和多彩一直屹立于世界之林。

北京以周口店北京人头盖骨化石的发现，揭开了她的历史帷

幕，之后相继成为方国城邑、北方重镇直至辽金元明清五代都城，

绵连的历史为其他都城所不多见。北京除有悠久历史外，在近现

代史上因有许多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发生，又汇集了许多仁人志士

和英雄先烈，谱写出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史诗。这样，在研究中国通

史的过程中，北京史的地位已举足轻重，成为不可缺少的部分。而

北京又以各历史阶段丰富多彩的地上、地下文物遗存丰富而著称，

更是研究历史，尤其是北京史离不开的重要实物例证。在丰富的

文物类别中，石刻文字与石雕又占有一定位置，应整理和研究它的

特点和价值。

石刻文物包括两个类别，即石刻文字与石雕作品。北京地区

此两类文物遗存极为丰富，其中有许多在全国同类文物中有较高

的历史价值。因篇幅有限，只能选石刻文字中重要的作些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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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石刻即指以石为原料，在其上镌刻文字者。其中因内容

的需要和时代的不同又有不同的形式和类别。如刻石、摩崖、碑

碣、墓志、石刻法帖等。

北京地区的石刻文字文物遍及十八个区县。建国前就有些注

录和论文面世，介绍了一些珍贵石刻文字文物；建国后又进行过两

次规模较大的文物普查，其中石刻文物约达 件以上，但至今

还缺乏精确的统计。只能据有关记载和现有实物、拓本的情况，作

一最基本的估量，我们认为其数至少在 万种、 万件以上。以

下依分类加以介绍：

一、刻石与摩崖
（一）刻石

是石刻中的一种形式，一个类别。其特点是形无定制、内容自

由的石刻文字。根据安阳殷墟发掘出土的 断耳、玉器等考古石

材料中已有雕刻的文字来看，我国石刻文字的萌芽时期是在商代，

但由于当时记载文字的材料主要是甲骨，加之雕刻工具的限制，石

刻未能发展。到了春秋战国之际，随着铁器的使用，工具有所改

进，在使用竹木简的同时，刻字较多的石刻开始出现。北京地区虽

还未发现此 世纪唐朝初期，在陕西雍时期的刻石文物，但在公元

县（今凤翔）出土了十件“石鼓文 。后经多次辗转，运至金中都，元

朝建国后又移置于大都国子监大门内。它从元至民国时期，前后

世纪 年代，日本侵华战争全余年中都一直保存在此处。

面爆发，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将它南迁至大后方峨

嵋山保存，后转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其移居北京时间之久，也不

妨可视其为北京地区现存最早的刻石。称“石鼓”者是仅据其外形

命名，实际从其刻文内容分析，称“秦刻石”较妥。其文字内容，据

近代古文字专家唐兰等学者考证，记载的是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

秦献公和他们一起出游、射鹿、打鱼等事。其文体为韵诗形式，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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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诗为一组，格调与《诗经》相似。刻石这种形式的石刻文字到了

西汉时多为小品，在国内也仅出土 余件。东汉以后，石刻中其

他形式如摩崖、碑刻、墓志等出现。 世纪 年代，在北京门头

沟区色树坟村永定河转弯处的一块台地旁的自然巨石上镌刻了

“大魏武定三年（ 年）十月十五日，平远将军 安太守，筑城都

使元勒又用夫一千五百人，乡豪都督三十一人，十日讫功”的一段

文字，另在村西北处还曾残存一段夯土城墙。这里四面环山水，为

一险要之地，应是当年为防北方少数部族来犯而建，该石呈不规则

共四行，是北京地区迄今发现年代最早的刻石，其内容形，竖行刻

对研究北京史有重要价值，现已被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其后

发现的刻石较少，时代也多为明清时期。如密云云峰山峡谷旁的

一块两米高的河卵石上，竖刻了“云峰山”三字；平谷将军关关城内

一巨石上刻“将军关”及诗文；大觉寺和恭王府太湖石上镌刻的乾

隆帝御制诗文等，都是别具特色的刻石。

（二）摩崖

所谓摩崖，是指利用天然的石壁以刻文纪事的石刻。其分布

地域广，几乎遍及全国各省市，尤其是陕西、河南、山东等省更负盛

名，其中汉中的褒斜道、泰安的泰山，掖县的云峰山、河南的三门峡

等地更是比较有名的地区。摩崖刻石的出现时间，其说不一，有的

说在夏商时期就有了，也有的认为最早出现在西周，第三种看法是

出现在秦代，实物是“碣石刻石”，马衡先生疑其为摩崖刻石，但也

缺乏实证。目前有实物和记载可考，能够确指为摩崖者，主要在东

汉时期，且数量较多，并达到了一定水平。汉代以后各朝代也续有

镌刻。其中最为著名的有陕西汉中褒斜道、山东泰山。泰山为我

国名山之首，它不仅有唐代大诗人李白描述的“凭崖望八极，目尽

长空闲”的美感，而且是摩崖刻石的最佳地，山上共有石刻约

处之多，其中“经石峪摩崖”和“纪泰山铭”就是最负盛名的代表作。

北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隋代以前的摩崖刻石，只在房山区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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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务村的万佛堂孔水洞的洞壁上发现了隋代刻经。关于万佛堂孔

水洞的记载，最早见于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圣水”条。《水经注》

成书于公元 年间。说明在北魏时只有天然的孔水洞存

在，文物工作者在 年代的田野调查，在孔水洞洞壁上发现的刻

经和隋代雕像，证明孔水洞在隋代已有人凿龛造像刻经了。在溶

洞入口处凹进的岩壁上刻了隋大业十年（ 年）刻“大般若涅槃

经寿命品”“，如来莲花经观世音普门品”。并在刻经右侧 米

大房古刹金佛漫患处又有“山陵北垂 殿应 大定庚子廿

年⋯⋯吏部尚书驸马都尉乌林 题婿曹河西完颜 疙疸侍行题

记”。隋大业十年（ 年）刻经和金大定二十年（ 年）题刻有

浸没在水中。这一发现为研究北京地区最早刻经的时期提供

了最有力的证据，也为探讨房山云居寺石经的镌刻缘由，发展脉络

显示出一些信息。

此后唐、辽、金三代在北京地区目前还未发现摩崖刻石。

到了元、明、清直至民国，却有多处发现，且多分布在北京西部

和北部山区的海淀、石景山、门头沟、房山、延庆、怀柔、密云几个山

区区县，其中以明清和近代的居多。这些摩崖石刻内容广泛，题材

丰富，在书法上也有一定价值。

海淀区

温泉摩崖石刻：位于温泉乡温泉村南显龙山顶。显龙山又名

米，山顶裸露着一块巨大的岩体，突兀堂子山，海拔高约 而起，

其北面石壁直立，其上镌刻“水流云在”四字，下署“英敛之偕内子

淑仲偶取杜句寄意” 米，为 年英敛之书。其意。每字高

取杜甫诗《江亭》“：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之意。抒发了这位满

族正黄旗人移居静宜园从事教育，成为天主教北方首领时的心境。

石壁为早期采石遗址，故还留存了明洪武 年）和正二十七年（

年）采石工匠的刻字统十年（ 等。

辛亥滦州革命先烈纪念园摩崖：位于黑龙潭西北温泉风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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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年冯玉祥将军为纪念滦州起义殉难烈士而建， 月年

落成。园内衣冠塚后，有约 平方米的自然壁石，其上镌刻隶书

题刻，内容是《礼记 礼运篇》中的“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的

一段文字节录，正文前刻“中华民国二十五年（ 年）十一月”，

末署“冯玉祥”三字，计 字，每字纵横各 米，全幅纵高

米，宽 米，字体遒劲，气势磅礴。

大觉寺晹台山摩崖石刻：寺外南侧山上镌刻“晹台山”三字，字

径近一尺，双钩，无落款，可能为明代作品。

凤凰岭摩崖石刻：位于聂各庄乡凤凰岭山麓。因山体为花岗

岩构成，姿态多异，此处峰峦险峻、山势奇丽。民国年间，有人出资

在山腰处的崖壁上刻了“凤凰岭”三个大字。每字高约 米，宽近

米，双钩楷书。是北京西山风景区内最大的米，每字间距 摩

崖石刻。

双清别墅内摩崖：双清别墅位于香山公园东南、香山寺遗址

旁。传金章宗曾在此梦见矢发泉涌，掘地后果然得泉，故取名“梦

感泉”。清乾隆帝在泉旁石崖上题刻“双清”二字。

樱桃沟摩崖“：退谷”：在樱桃沟口“，鹿严精舍”门外东侧巨石

上，末署“任公补题”四小字，是梁启超先生所题。

“保卫华 年夏北平成立北”：位于水源头附近岩石上，是

的“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暑期举行夏令营活动时所刻。字呈十字

形排列，字体方正，表现了爱国青年的崇高情操。

石景山区

八大处证果寺摩崖刻石：《长安客话》中载“：证果寺前临青龙

潭，后有秘魔崖”。在这里有一巨石自山顶凌空而出，在石上镌刻

“天然幽谷”四字，无落款，年代无法确定。

慈善寺摩崖：慈善寺位于天泰山，亦作天太山、天台山。山之

主峰偏西有平台，曰天台。寺就座落在天台上之，故又称天台寺。

寺的北面、东面环山，西面豁然开朗。环境优美，殿堂宏大，是石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第 8 页

山区主要的风景区。冯玉祥于民国六年（ 年）和民国十三年

年）两次在慈善寺居住，其间曾挥毫书写了“勤俭为宝”“、真

吃苦”“、耕读”“、淡泊”等楷书大字，前两幅七字三尺见方，后四字

二尺见方。镌刻在山门外东山坡和寺后北山坡上。在后四字附近

还有从《周易》中摘录的“八卦谦”二百余字，每字半尺见方。

房山区

唐开元年间僧人礼佛题刻（在雷音洞至金仙公主塔踏级旁石

崖上）。

民国年间陈兴亚游山题刻。

门头沟区

门头沟区刻石较多，仅选部分介绍

柏峪口摩崖：柏峪村北古道山崖上，其地理位置险要，在一石

崖壁上刻“时正德岁次已卯孟夏日守口千户李宫修”，已卯为明正

德十四年（ 年），字逾寸，十分清晰，是为修凿一段山道工程

而刻。

碑形摩崖石刻：位于门头沟色树坟石佛岭上。明朝时称“石窟

崖”。是京西古道北道上修栈道的修道碑。碑依山岩镌刻，共四

年）。方，均刻于明万历六年（ 碑下即为古道，北侧临万丈深

渊，是京西古道著名险隘之一。碑高 米不等，皆方首，下

有须弥式碑座。这种碑形摩崖石刻增添了摩崖石刻的形式。

“继序修补道路功德碑”：位于木城涧黑虎桥边山崖上，碑形，

圭首 米，宽 米，镌“大清道光岁次辛卯年（道光十一，高

年）仲夏辛未时吉立榖旦”，楷书年， ，记述了修桥补路、施舍

银两事宜。

下苇甸修路摩崖：下苇甸村东南约五里永定河北岸石壁上。

米“， 年）二月初六请到曾家庄嘉靖十九年（高 米，宽

二石匠，劳心费意 年）孟夏月初二立”。⋯⋯嘉靖二十二年（

在其上方雕一佛龛，内雕坐佛一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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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乐洞修路摩崖：位于戒台寺后山极乐洞下方路旁山崖上。

楷书“中华九年 年）冬月上旬吉立”，记述僧众施银修路（

事 宜 。

年）六月，民国甲戌（ 年）海城陈兴亚民国壬申（ “登

峰造极”“、锦簇攒天”，均刻于极乐峰下。

“紫石塘界”石刻：潭柘寺镇阳坡园村藏紫石，明正统年间在山

崖上刻“潭柘紫石塘界。钦差提督马鞍山兼管工程太监何

立”。

卧龙岗买地文书摩崖：永定镇卧龙岗西南，碑形“，御马监太监

张云用银十二两，买到京西宛平县新城耕田⋯⋯舍与敕赐潭柘寺

当香火，供十方禅俗，永远归寺，当代主持亲同于万历甲午

年）孟冬立”（ 。

南官园摩崖：多方石刻，如行书“乐静山庄”“、云谷石舫（”隶

书）“、武陵春色”“、松云萦月（”篆书）“、雷音壑（”双钩楷书“）青麟

峡（”行楷）等，为京西书法艺术之作。

西峰寺摩崖：共三处，一处在一巨石上刻两则：一为“倚云“”心

畬”；另一为五言绝句“云 花疏竹篱短。秋雨一夜寒，山静石梁悬

中红叶满”又题“心畬”，行草相间，疏密有致。另一巨石上五言

“趺坐岩树间，松下云来往。不闻人语喧，但听钟声响。”丙辰秋月

题心畬，为溥心畬先生隐居戒台寺时作。

妙峰山南道摩崖：位于妙峰山乡桃园村南，香会南道崖壁间。

字大逾尺，额题“静与天游”，上联曰“为一巨幅对联 ：石出奇在遮

日月”下联曰“：崖有幽背表神灵”，署“福恩书”。应为清末朝山进

香者留下的题刻。

“金顶”刻石：位于娘娘庙大松树旁巨石上。横刻“：八圣道分”

四字， 米，宽 米。八分书。字径高

昌平县

龙潭村摩崖：龙潭位于昌平县南口乡羊台子沟内龙潭村。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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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与居庸关关沟并行。这里层峦叠嶂，在天开一线的红罗山下，千

沟万壑间的涧水汇成巨流，流水击打山石，穿成深潭。潭的南壁为

一黑石，形成似三条卧龙，龙头入水犹如三龙戏水。在这里有一突

起的巨石，上刻明代权臣严嵩手书的“龙潭喷玉”四个大字。

驻跸山摩崖：位于昌平县城西南 公里的阳坊镇西一公里太

行山余脉尽头。该处千仞奇峰，巨石垒垒，远望好似巨人仰首远

望，侧视似一只雄鸡独立山巅，引颈长鸣，称其山为“神岭峰”。传

金章宗完颜璟多次来此游幸，故称“驻跸山”。峰南建有“啸台”，是

他宴饮群臣之地。驻跸山北侧有一石隙，宽仅一米，在其东南侧的

一卧石上，有明万历年间“神岭千峰”四个大字，字径二尺，楷书，其

旁有清道光年间刻小字，已漫漶　“神岭峰”一侧巨石上还有民国

初年楷书“灵秀独钟”四个大字。

延庆县

八达岭“天险”二字摩崖刻石：八达岭为居庸关的外口，因在居

庸关之北，也称“北口”，是居庸关的重要前哨和拱卫北京的重要屏

障。未抵达关城时，可在山间看到“天险”二字。二字道破了八达

岭的险要，是关沟七十二景中重要的一处。

怀柔县

北沟村摩崖：位于沙峪乡北沟村。刻在沟口自然石上，共八

处。第一处为横书“：警心慎辔”四字，右上方竖刻“辛丑”二小字。

第二处位于沟口内一里处的东山坡上。共刻两组，一为竖刻“观

澜”二大字，在其左有“怀野”二小字。再往沟里行，路西有两处，即

第三、第四处。一处为横刻“秦皇旧址”四字，一处为竖刻的“李逢

时书”。在稍北的一块巨石上竖刻“秦皇旧址”。第五处竖刻“亟关

弥险”四个大字；第六处竖刻“名关”二字，其左方刻“少山”二小字。

第七处竖刻“天限华夷”四个大字。左旁刻“怀野”两个小字；第八

处横刻“苍岩翠柏”四个大字，在其右首竖刻“万历”二小字。在其

左下方竖刻“李逢时书”四个小字。这八处刻字除沟口第一处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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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辔”字外，其余七处保存完好。

密云县

番字牌摩崖：番字牌摩崖位于密云县城北 公里深山峡谷处

的一座小孤山的石壁上。峡谷间有著名的白马川河流过。因镌刻

的字有梵文、藏文、蒙文等，故俗称“番字牌”。村名也因其而称为

番字牌村。刻文内容为佛教的“六字真言”。在其下有落款和纪

年，如藏文“阴火兔三年”“、军队造”“、孛马”等。又在东山坡上有

一高 米的立石上刻一大型番字，字高 米余，宽 米，远望似

画，近观为若干字拼凑而成的大型组字，为佛教“十自在画”。附近

山上还有多处刻字，但还均未捶拓和鉴定。目前关于番字牌刻石

的内容、用途、时代价值，学术界还无统一认识。一种意见认为是

元代刻石，多数人认为是明代刻石。其内容虽为佛教咒语，但刻在

该处的用意何在，仍需进一步研究。

白龙潭康有为咏潭摩崖：该刻石位于白龙潭潭侧的巨石上。

康有为亲书“飞圣境则灵潭”六个大字。笔法苍劲有力，是不多得

的康氏手书。

云峰山 公里的地方有一座著名的云峰摩崖：距密云县城

山，也称朝卷山。为密云水库北部的第一座高峰。登其山顶，可饱

览密云水库胜景。山顶处建有一座庵，称“超胜庵”。庵后是一条

南北向的峡谷，在峡谷东侧的峭壁上刻有几组石刻。分别为“灵

境”“、苍玉屏”和“尘外赏”。前两组无落款，可能时间较早。而“尘

外赏”落款为“沈阳范承勋”。范氏为清康熙年间兵部尚书。该刻

石书体为楷书、隶书两种，刻工精细， 米左右，颇保存完好。字大

具气魄。

二、碑碣

据现有的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研究，碑的发展史，至少经历了

两个大的演化阶段。首先，是将碑当做一种工具加以使用的时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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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称为实用碑时期；其后是在其上雕刻文字，以颂扬人的功绩、品

格和记载史实的时期，简称刻字碑时期。实用碑在原始社会末期

就出现了，经过夏、商、西周、春秋、战国和秦，一直延用到西汉时

期，大约经历了两千多年的时间。它的用途是多方面的：一是人死

后，在下葬时当作下棺和放置器皿用的辘轳；二是置于王室、诸侯

宫庙庭院或门前作为拴马的桩子，或当做一般人家系牲口的柱子；

三是在宫殿或贵族的宅院中竖立的柱子，作为观察太阳偏斜、中正

的标志，以判断一天时间的早晚。后来在西汉晚期出现了刻字的

碑，使这种刻字碑与实用碑有了本质的区别。这种变化的实物例

证可以西汉 年）《麃河平三年（公元前 标〕孝禹碑》为代表。

该碑碑上刻有人名、地名、官名、卒年或葬年等，已具备了墓碑文字

的基本内容。

刻字碑出现后，由于形成的原因不同，也就分成了不同的类

别。如在下棺的实用碑上刻写记述墓主姓名、籍贯、家世、生平和

事业，以及一些颂扬和悼念的铭词等，形成一篇传记性的文字，使

路过行人读后，可了解墓主身份，这种碑称做墓碑。如在宗庙、祠

堂等建筑物旁和殿院内竖立的实用碑上，刻画文字，使行人阅后知

晓建筑物的情况及受祭者的功绩、道德、行为，这种碑称作祠庙碑。

在汉代和三国时期，刻字碑还只有墓碑和祠庙碑两种，这两种刻字

碑均多为纪念亡人或神话传说中的人物。由于这种特点，所以当

时人们就认为：树碑是为了对前人、先辈表示悲哀或追悼。唐代早

期大学者徐坚对碑字的解释，就直截了当地说成“碑，所以悲往事

也”。唐代晚期陆龟蒙解释为“碑者，悲也”。这种刻字碑后来按内

容可分为多种：如墓碑、祠堂碑、寺庙碑、纪念碑、记事碑等，北京地

区的碑碣既丰富又形式多样，大致可分为墓碑、会馆碑、寺观祠庙

碑、进士题名碑、记事碑、功德碑、墓志、刻经等。

（一）墓碑

墓碑数量较多，且时代绵延较长。目前发现最早的是 年



第 13 页

在石景山区永定河故道出土的“秦君神道柱”。石柱共二件，柱额

镌刻“汉故幽州书佐秦君之神道”。又一石柱左侧刻“乌还哺母”铭

文，正面刻“永元十七年五月卯令改元元兴元年 十月鲁工石巨宜

造”。 米，宽一柱高 米，厚 米；另一柱高 米 宽

米，厚 米。该石柱的发现提早了北京地区石刻铭文的起

始年代，从其纹饰雕刻上也为汉代美术史增添了新材料。对研究

中国古代陵墓神道石刻有极重要的价值。之后在房山区南尚安乡

广禄庄，原有唐光启四年（ 年“）孙士林神道碑”，后被移至张坊

镇井台 世纪作捶石用，幸在 年代文物工作者将其运至云居

寺保存。该碑碑座已佚，螭首，额题“唐乐安郡孙士林神道碑。

世纪 年代在金陵的调查中，于陵区的龙门口处发现了金世宗政

变上台后为追封其父完颜宗辅为睿宗的陵碑。该碑汉白玉质，碑

米 米。螭首，碑阳正中镌刻双勾楷体身高 ，宽 米，厚

“睿宗文武简肃皇帝之陵”十个大字，字内填朱砂，镀金粉，光彩耀

目 年又在房山区石楼村发现杨瀛神道碑，碑汉白玉质，高。

米，碑文中载 大安三年（米，宽 米，高 “：

年）岁次辛末有四月壬午朔十六日丁酉立石 年在整治凉”。

年）水河工程中，在丰台区石榴庄段南岸，发现金大定七年（

“吕征墓表”一座，正面起首篆书“吕君墓表”四字，下刻朝散大夫行

兼户太常 部员外郎蔡珪篆，承务郎行大兴府宛平县主簿任询撰

并书两行。从篆首、撰文并书丹者均为金代著名的书法家。元代

在大都不建陵寝，故不知其陵碑的形制。但在拆除明城墙和其他

工程 通中也不乏发现墓碑，仅从石刻艺术博物馆馆藏中就有近

年“）天之多，其中如元大德九年（ 寿寺退隐僧幢”，记述了位

于金中都旧城天寿寺僧人 年 月于北京建国的墓地事宜。

门古观象台东外墙基下出土的十余通墓碑，其中以少数民族姓名

命名的尤为重要，如也先帖木儿墓碑、安卜颜帖木儿茔域碑等，都

是研究元大都北京历史的重要材料。而在铁可父斡脱赤墓中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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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大元忠遂国公神道之位”碑，既有史料价值，又别具风格。明代

永乐帝朱棣迁都北京后，大肆兴工动土，将北京建成了明王朝的政

治、文化中心。明十三陵除在地宫和宝城、稜恩殿等方面极尽能工

之作，在各座陵和神道上的碑刻也具有气势。如明成祖朱棣的长

陵明楼内，正中竖立一座阴文刻“大明成祖文皇帝之陵”碑，神宗朱

翊钧定陵明楼内也竖“神宗显皇帝之陵”碑一座，其他各陵也相近

似。这些崇碑石质精良、刻工考究。清朝入关后，也十分重视陵墓

的修建。在东、西陵的每座陵前及神道和地宫内均有许多文字陵

碑及雕刻，其规模气势也非一般。除了皇家陵寝墓碑外，其他官

吏、名人、太监、僧道、传教士等也在自己的墓前立碑，形成了北京

墓碑数量多、内容广泛的特点。如明代的房山区崇各庄姚广孝墓

年）立的神道碑地明宣德元年（ ，明万历三十年（ 年）明代

思想家李卓吾先生被关入牢房死后葬于通县，墓前立有“李卓吾先

生墓”碑，一直供人们凭吊。清代的巴尔达齐墓碑，清顺治十一年

年）五月十三日立。他是清初我国达斡尔族的著名领袖，后

年金天聪八年（ 年）归顺后金政权。清顺治六年（ ）携家

年）逝于北京来京受封，清顺治十一年（ ，清政府遣官政祭、镌

石立碑。房山区岳各庄乡皇后台村伊桑阿墓规模宏大，地面上存

有华表、石狮、石牌坊、墓碑等。墓碑镌刻“原任文华殿大学士兼吏

部尚书加二 年）七月级谥文端伊桑阿碑”，清康熙四十二年（

十八日立，已被列为区级文保单位“。孔有德赐谥碑”，通高

米，满汉文合璧。在明清两代墓碑中，还有一批特殊人物的碑石，

即从明万历年间来华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利玛窦开始，之后陆续在

我国传布天主教和西方科学文化的传教士，他们有的还供职于朝

廷，死后埋葬在京师。目前仍保存了上百座墓碑。其中知名的传

教士有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郎世宁、张诚、白晋、蒋友仁、钱德

明等。这些墓碑，碑首采用了中国传统的螭首或方首，碑座多方

座，仅在额题处镌刻十字架，碑身则以汉文与拉丁文合璧。北京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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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艺术博物馆专门设立了传教士墓碑区，供参观者欣赏和研究。

明清两代墓碑众多，内容涉及面极广，是研究历史和人物的重

要资料。

（二）会馆碑

会馆是民间社团为维护共同利益而自发组建的馆所，诸如同

乡会、宗亲会、同业公会等。明永乐十三年乙未科始，明都正式成

为中央考场，全国举子每三年入京参加会试。会试后，富有的落榜

举子可返乡，来年再进京赶考，但贫寒举子则因无川资返乡，只好

寄宿本院或亲友家中，面壁苦读，等待下次参试。在这种背景下他

们联络同乡京官、旅京客商等合力集资购买荒地或官宦私宅修改

为文人试馆，这种会馆多集中在宣武区和崇文区。历史上北京的

余处。除今天会馆多达 仍保存了数万间会馆的房舍外，还有

许多记事和行规等刻石留存。虽目前还无准确统计，但仅北京石

刻艺术博物馆就保存了五十七方。如再加上保存在原地的碑石，

其数量是可观的。现仅举数例：宣武区骡马市大街三晋会馆中的

年“）三晋会馆创清康熙六年（ 立碑”、下斜街全浙会馆的雍正

年“）全十二年（ 浙会馆重修碑”、菜市口休宁会馆的清乾隆十

年“）休宁会馆值年八年（ 条规碑”、米市胡同南海会馆的清道

年“）新光十五年（ 建广东南海县会馆碑”等；崇文区小江胡同

晋冀会馆的清 年“）创建晋冀会馆碑”，该馆为建雍正 三年（

年）的布行会馆、绬子胡同延邵于清雍正十一年（ 会馆的清道

年“）延邵光十六年（ 纸商会馆碑”等。

（三）坛庙碑

中国封建社会在都城的设计时，除宫殿外，同样重视“庙”、

“社”和“文庙”“、太学”的修建。今天虽然那些雄伟的建筑已不复

存在，但元大德年间建的孔庙和国子监经后世的修葺，仍保存至

今，并在庙内保存了许多珍贵碑石，孔庙除在大成门前有元大德十

一年（ 年）诏命孔子加谥为“大成至圣文宣王”碑外，还有三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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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碑，即：记述历代帝王监雍盛典的御制碑，元明清三代进士

题名碑和乾隆年制石鼓。十四座御制碑分布在大成门内外，碑高

大雄伟，有巨大的屭驮负碑身，内容大多为帝王征伐、平定叛乱的

记功碑，如康熙平定准噶尔告成太学碑中就记述了其御驾亲征、平

定沙俄挑唆准噶尔叛乱的史实。石鼓因其形似鼓而得名，今孔庙

大成门内所置石鼓为清乾隆时仿制。石鼓左右还分列清乾隆五十

五 年）御笔《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碑和书法年（

家张照草书《韩愈石鼓碑歌》，记叙了仿制原因、目的和内容。孔庙

在明代以后享有与皇帝相等的待遇，故能在先师门外东西各立《下

马碑》一座，是清 米，宽约代设置的。碑高约 米，滚墩石碑座，

碑身阳阴两面分别镌刻“官员人等至此下马”的满、汉、蒙、回、托

忒、藏六种文字。与孔庙毗邻的国子监内也有许多珍贵碑石，如清

乾隆五十年（ 年）满汉合璧《恭勒御制国学新建辟雍圜水工成

碑记》碑和原藏东西六堂的《乾隆石经》 座及“御制告成”碑一

座，共计 座。

雍和宫是北京地区最大的喇嘛庙，在中轴线雍和门北碑亭内

立有方碑一座，汉白玉质，僧帽式顶，高大的龟蚨。首题“喇嘛说”，

字，是乾隆帝御制文，用满、汉、蒙共 、藏四体文刻就，阐述了

喇嘛教的历史及清代对待喇嘛教的政策等。西城区的历代帝王庙

内也有多通清雍正、乾隆帝御制文碑。

（四）题名碑

我国封建统治者历来对培养人才极为重视。北京是王朝帝

都，早在金代，女真族统治者对汉文化就接受较深，目的是为巩固

政权，学习汉族传统治道的思想和方法。为此在中都设立的国家

学校较 年）还专为女真族人开设“策发达。金世宗大定四年（

论进士”科，研究元、明、清三代科举制度的最重要实物资料应是现

通进士题存北京孔庙中的 名碑，其中元 通、清代三通、明代

通，共记代 载了 名进士的姓名、籍贯及名次。北京除了



第 17 页

有进士题名碑外，还有其他内容的题名碑，如明万历十二年（

年“）户部题名碑”，明万历十九年（ 年“）太常寺正官题名碑”、

明崇祯七年（ 年“）顺天府儒学题名记”碑、清康熙四十二年

年“）御史题名碑”、清乾隆十二年（ 年）、七年（ 年）

“十四道汉御史题名碑”和清道光三年（ 年“）满道题名碑”等。

从不同的方面展示出京师的文化与政治。

（五）寺观碑

寺观在北京的兴建历史悠久。早在北魏时，幽州是佛教聚兴

地区之一，故民间有“先有潭柘，后有幽州”之说。今历史博物馆

年）馆藏北齐天统四年（ 光林寺尼静妃石造像，海淀区车儿营

魏太和造像和采师伦《重藏舍利记》中称：东魏元象元年（ 年）

幽州刺史尉长命建尉使君寺等，都说明在魏晋北朝时，幽州地区

佛教文化已有一定发展。隋唐五代时期，燕地名僧辈出，并在唐

初开始普遍建寺，契丹族笃信佛教，盛况能与唐代相比，而辽代佛

教发展又以燕京为五京之首。所以文献中以辽南京佛寺相望形

容其佛教发展的程度。元代统治者对各种宗教采取兼收并蓄的

态度，大都城内寺庙数量更多。元代道教势力和影响仅次于

佛教。

当时在大都还有基督教、伊斯兰教和蒙古萨满教等传布。明

清两朝对佛道二教同样重视，许多寺观得到发展，尤其两朝宦官专

权，他们多建寺，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形成了北京寺观众多的特

点，于是兴建碑、修葺碑、著名僧人墓幢等各寺均有。目前存在最

年代在房山窦早的是 年“）贤世纪 店发现的唐武德四年（

劫千佛之碑”，该碑碑身布满佛像，仅在碑阳上部正中辟出一方形

壁面，刻出文字，惜文字已多漫德不清。出土时碑身上佛像头部已

全部被砸，可能是唐朝会 年，在房山雷音洞昌灭佛时所为。

前石栏杆 米、宽 米，厚地垘下面发现一方残碑，残高

米，面背双刻。这件重要残碑，虽有残缺，但仍可辨识其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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